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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主动干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生态阈值的作用
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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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阈值在预警、管控生态系统退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对主动式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否有应用潜力尚不清楚。 为探

索生态阈值在主动式生态修复中的作用及机理，梳理了生态阈值的理论基础及其与生态系统演替的逻辑关联，明确了生态阈值

在生态恢复过程中的适用性。 基于此，构建了生态阈值介导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行动框架，提出融合生态阈值的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技术体系，以及基于“问题识别⁃主动干预⁃成效监测⁃适应循环⁃弹性管理”的全流程管理思路。 从工程实践角度揭示了生

态阈值在主动干预式生态修复中的作用及其与被动引导式生态恢复的区别，阐明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过程中的生态阈值效应

和机制。 结合退化草地生态恢复量化研究，探索了生态阈值视角下生态恢复主动干预技术及其潜力。 本研究将生态阈值融入

主动式生态修复技术方案，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与系统治理的目标、成效等全流程管控优化提供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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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加剧了全球生态系统的系统性退化，如旱涝频发、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

列问题。 当前，全球仍未能实现土地退化中性，退化速率高于恢复速率［１］。 有研究预计，２１００ 年有超过 ２０％
的地表会突破一个或几个生态阈值，造成全球范围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２］。 这种转变往往造成灾难性后果

且不可逆。 因此，生态阈值作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转变的拐点，在生态保护、退化预警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

关注［３—４］，如通过控制草地放牧强度、湖泊营养盐含量、野生动物栖息地斑块大小等来维持生态系统的理想稳

定状态［４—５］。 然而，对已经退化且难以自然恢复的受损生态系统而言，主动干预式生态修复对遏制退化扩散

及进一步的生态恢复十分必要。
多稳态理论（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内涵的生态系统韧性（抵抗力、弹性、恢复力）为理解生态阈值提供

了基础框架［６—７］。 而一旦扰动超过生态阈值，生态系统将会发生状态跃迁，如从典型草地转变为荒漠草地［３］，
生态阈值正是生态系统由一个稳态向另一个稳态转变的临界点或状态区间（域） ［８—９］。 生态修复本质上是要

推动退化生态系统正向演替，实现稳态转换，最终达到稳定的高级生态系统。 其中生态阈值则是系统稳态的

边界，稳态转换过程必然要跨越一个或多个生态阈值。 然而，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和逆向演替并非是同一路

径的相反方向［１０］，两个过程往往遵循不同的演替路径，导致生态恢复对应的生态阈值不同于引发生态退化的

阈值［１１—１２］。 突变性是生态阈值的典型特征，它代表当扰动或胁迫超过了一定的强度（数量）或持续时间，生
态系统内部将发生迅速且剧烈的系统性变化［５，１３］。

在突破退化阈值之前，生态系统可通过适应性循环（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ｙｃｌｅ）自然恢复到近扰动前水平，其恢复力

也可实现重组与再生［１４］。 如何利用受损生态系统的自恢复力就成为实现最有效稳态转换的关键？ 然而，现
有研究对受损生态系统的自恢复力边界缺乏量化标准，难以指导已退化系统的主动修复。 适应性循环理论进

一步揭示了阈值跨越的动态机制，其将生态系统演化分解为“增长（ｒ）⁃守恒（Ｋ）⁃释放（Ω）⁃重组（α）”四阶段

循环［８］。 其中恢复力体现为系统吸收扰动并维持核心功能的能力阈值［１５］。 以草原退化为例，放牧压力突破

承载力阈值（Ｋ⁃Ω 阶段）将引发系统迅速崩溃至低稳态（α 阶段），此时仅靠自然恢复难以跨越重组阈值（α⁃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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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必须通过人工介入重建生态位［１６］。
尽管国际上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ｂｓ）”和国内的“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理念均强调利用系统自恢复力［１７］，但对严重退化系统而言，被动式恢复不经意就陷入低稳态陷阱，必须对

生态修复实施主动式干预。 主动式干预的基本逻辑是：识别低级生态群落稳态存在的问题，采取适度的人工

投入（地形重塑、植被重建、生物重构）打破低级生态群落稳态［１８］，激发低级生态系统的自恢复力，再慢慢由

其自恢复力驱动正向演替。 这一过程中生态阈值对应着人工修复和自然恢复的边界，既是人工修复的终点，
也是自然恢复的起点［１９］。 为此，本文从生态阈值视角重新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与系统治理，旨在

解决以下关键问题：（１）构建基于生态阈值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行动框架；（２）探索生态阈值作为主动式干预

的指示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的适用性及应用潜力，期望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与系统治理提供理论

和技术方法，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１　 生态阈值的科学指示及对生态修复的启示

生态阈值代表着生态系统非线性演替过程中，多个稳态之间的理论临界状态（图 １）。 生态系统在外部环

境和内部组织的相互作用下常处于动态变化中。 这种变化可能存在（非）线性和（非）连续性的差异化轨迹

（图 １），而非线性和非连续（迟滞）模式的演替轨迹往往触发阈值效应［１２—１３］，具体表现为：当扰动（如放牧、砍
伐等人类活动和火灾、干旱等自然灾害）超过一定强度或持续一定时间后，原先的生态系统会在额外微小的

扰动下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如生物量和多样性锐减），然后维持在一个与原先不同的稳定状态（稳态转

换） ［１３］。 不同尺度的控制实验证实了生态阈值和多稳态理论的存在，包括在以浮游生物和细菌等微生物为对

象的微宇宙尺度［２０］、以整个湖泊作为对象的中宇宙尺度［２１］、以及各类生态系统的不同尺度控制实验和野外

观测［２２—２３］。 多稳态转换存在于多种生态系统类型中，如热带森林⁃稀树草原、干旱半干旱区典型草原⁃荒漠草

原、草型清水湖泊⁃藻型浊水湖泊等状态之间的转换［５］。 多稳态理论阐述了具有迟滞特征的生态系统演替路

径（图 １），而生态阈值被理解为生态系统多个稳态之间的断点［１９，２４］，是生态系统退化或者恢复过程中必须跨

越的边界。
生态阈值揭示了生态系统非线性演替轨迹，以及跨越生态阈值前后生态系统的巨大差异。 生态阈值所表

征的生态演替突变性（不连续演替） ［２４—２５］，强调了探索关键扰动因子 ／响应因子作为生态系统退化预警指示

器的重要性；而其具有的迟滞特征则揭示了生态退化过程的不可逆性，即生态退化和生态恢复遵循不同的演

替轨迹［２６］。 因此，生态恢复目标状态的设定不同于预防生态退化的目标状态，如即便将环境条件（如放牧强

度）改善到原先状态，严重退化草地生态群落结构也难以恢复到退化前状态。 对于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计划

而言，生态阈值的存在明确提高了不行动成本 ／代价的预期水平，并揭示了不同阶段采取行动的显著成本差

异。 尤其是当生态系统逆向演替（如草地荒漠化）完成后，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工投入和极长的周期才能

恢复到原先状态，强调了及早介入退化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对生态修复实践而言，生态阈值既决定了人工恢

复目标的设定，也决定了生态修复措施方案的制定。 关键响应因子的选择及其对于生态系统状态的表征是判

断生态系统是否跨越生态阈值，达到能够自然恢复状态的基础；而探索能够触发阈值效应的生态改良措施

（关键扰动因子）及组合配置则有助于降低生态修复成本和潜在生态风险。

２　 生态阈值融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行动框架

目前，全球社会⁃生态系统关系趋向紧张，生态保护和修复资金不足普遍存在［２７］。 无论是 Ｎｂｓ 还是“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都是出于综合考虑技术方案和经济财政可行性的理念，代表着成本约束下的最佳

生态⁃社会效益方法。 在“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前提下，增强人类福祉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

根本目标［２８］。 尽快有效控制生态灾害和潜在风险，逐步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供给，并尽量降低生态修复

的经济成本以减少对其他福祉支出的挤压，这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目标实现的根本要求。 而融入生态阈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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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生态阈值对生态修复的指示作用

Ｆｉｇ．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由到至下，上一：生态系统不同稳态下弹性跃迁；上二：生态系统不同的演替模式；上三：生态阈值介导下生态系统正向与逆向演替路径；下
一：生态阈值与人工修复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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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思路旨在通过最少的人工投入达到生态恢复目标，其基本逻辑与现行主流生态恢复思想高度一致。 融入

生态阈值的生态修复行动，既明确了修复目标，又耦合了技术方法与成本控制。 因此，应将生态阈值融入到生

态修复的底层逻辑中，探索基于生态阈值的生态修复技术与方法，并深度融入生态系统管理中（图 ２）。

图 ２　 生态阈值融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ｔｏ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１　 融合生态阈值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下，融合生态阈值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需要建立在全域全要素协

同耦合的基础上。 在全域层面，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远程耦合与阈值传导，以及自然⁃社会系统的阈值耦合。
北方农牧交错带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和东部陆海协同治理等，均需要考虑流域和区域的跨界协同。
基于不同空间界面（上游⁃下游、耕地⁃草地、陆域⁃海域）的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过程，明确跨尺度的阈值协同耦

合关系，构建全域阈值互馈网络模型，进而在全域尺度上制定生态治理目标的局部要求。 在流域尺度上，如黄

土高原水土流失和生态治理工程通过水沙通量监测（流域尺度）⁃植被指数梯度分析（景观尺度）⁃土壤属性空

间插值（斑块尺度）传导链，基于层级建模法建立多尺度阈值关联模型，实现流域尺度阈值约束（如输沙量）向
斑块尺度措施强度（如草方格密度）的定量转化。 同时设定对应的动态平衡调节机制，如在流域尺度（黑河流

域）以宏观生态指标（如 ＮＤＶＩ）设置阈值缓冲带；区域尺度（鄂尔多斯草原）以区域台站监测指标（土壤含水

率）建立阈值预警⁃响应系统（灌溉触发阈值）；局部尺度（毛乌素沙地治理区）以立地观测指标（植被盖度）变
化率作为恢复措施调整依据。 更复杂的跨尺度自然⁃社会远程耦合系统中，如在国家尺度的三北工程，构建载

畜量阈值⁃草地覆盖度阈值⁃土壤含水量阈值（北部草原局地尺度）⁃耕草比阈值（区域农牧交错带自然⁃社会系

统）⁃防护林安全阈值⁃沙尘暴发生阈值（区域尺度），模拟全域阈值传导路径，构建跨界跨系统生态阈值链。
在局部层面，基于生态阈值的生态修复更强调全要素协同调控。 通过构建“地貌⁃水文⁃土壤⁃生物⁃人文”

多维要素阈值反馈网络模型，精准识别多要素互作网络中的关键阈值组合，激发系统自组织能力。 基于生态

阈值的局部生态修复思路如下：针对当前生态系统的本底条件，通过构建 ／投入恰好能够推动生态系统正向跃

迁的资源（地形、土壤、生物、水、肥等），激发生态系统的正反馈，突破低级生态系统正向演替的门槛。 例如浑

善达克沙地修复工程中，其多要素协同调控流程包括：（１）梯度控制实验：设置坡度梯度带，测定不同盖度沙

蒿群落的临界侵蚀风速；（２）阈值组合优化：通过响应曲面法确定最优措施组合：草方格覆盖率＋土壤结皮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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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植被盖度年增幅；（３）动态反馈调节：通过阈值自适应算法，建立月度遥感反演⁃季度地面验证⁃年度方案调

整的闭环系统。
锚定关键限制因子是利用生态阈值效应快速恢复的首要任务。 通过对退化地区开展生态环境综合调查，

确定区域主要胁迫因素，进而开展小规模的梯度控制实验，通过滑动 ｔ 检验、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分段函数模

型、阶跃函数模型等方法，即可为生态恢复计划提供可靠参数和预期效果［２５］。 退化生态系统往往存在多重限

制，生态恢复往往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来解决可能同时存在的地形限制、土壤基底限制、养分限制、水分限制、
植物繁殖体限制和土壤微生物限制等。 然而，由于生态要素互作网络和生态系统正循环的存在，针对同一限

制要素（如水），往往也存在多种改良措施可以选择（如灌溉、草方格、土壤保水剂、生物结皮、耐旱植物等）；针
对多种限制要素，单一措施的高投入也可能显示出有效性。 但是，采用单一措施改良多限制生态系统可能存

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如过度灌溉抑制菌根网络发育。 因此，应根据多要素交互效应，探明非线性协同和拮

抗规避作用，探索多因素的阈值组合更符合代表高边际效益的阈值理论原则。 在进一步制定具体改良措施的

实施方案过程中，阈值思想也可用于指导实施方案优化选择，如肥型选择、肥料配比、灌溉时间节点、干湿交替

周期、耐旱植被密度和配置组合等。
２．２　 融合生态阈值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全流程管理

２．２．１　 问题识别———生态阈值预警和目标分层

精准识别需要开展人工修复的生态退化区，并确定其恢复目标，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前提。 生态

系统的非线性演替轨迹体现了生态阈值在生态系统退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作用。 首先，根据区域生态系统状

况和立地条件（如顶级群落特征、ＮＰＰ 基线值），选取关键生态指标（如植被覆盖度、地表风蚀模数、放牧 ／害虫

密度、水体营养盐含量等），构建“退化⁃恢复双阈值梯度”评估模型，识别不同区域所处状态动态，标定不同区

域的退化阈值基线和自然恢复阈值基线。 如通过遥感反演（如 ＳＩＦ 水分胁迫指数）与地面传感器网络，构建

“阈值⁃过程⁃格局”耦合模型［２９］，动态标定不同气候区的退化阈值基线（如黄土高原半干旱区植被盖度阈值约

为 ３５％［３０］）和恢复阈值基线（生态系统重新启动自然恢复所需的最低条件）。 其次，按照生态系统状况与退

化⁃恢复阈值的阶段差距，判定生态风险等级。 如将退化初期的区域划定为可逆干预区（当前值＞恢复阈值），
接近退化阈值的区域划定为临界预警区，突破退化阈值的划定为灾变治理区（当前值＜恢复阈值）。 然后，确
定并量化合理的生态恢复目标。 通过人工干预助推系统跨越恢复阈值，将生态系统快速改善到“能够自然恢

复到理想状态”的中间状态是人工修复的最终目标，也是整体生态恢复的阶段性目标。 具体而言，最终理想

状态应该是接近于该环境条件下的顶级群落状态；而阶段性状态是超过恢复阈值，能够维持相关生态功能

（防风固沙、水土保持、养分循环等），遏制进一步退化和生态灾害，且在撤除人工维持系统后能够稳定向近顶

级群落演替的中间状态（人工干预退出阈值）。
２．２．２　 主动干预———阈值导向的韧性修复规划

制定基于退化阶段和阈值基线的适应性应对方案和整体规划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首要任务。 阈值导

向的主动干预主要体现在人工修复的优先级决策与干预策略和生态网络协同修复逻辑。 资金限制导致难以

同时在全部退化区域开展生态修复，合理划分生态恢复分区并规划修复顺序是现实面临的管理问题。 首先，
构建资金约束条件下的“边际效益⁃风险紧迫性”决策矩阵：

Ｐ＝（ΔＥ ／ ΔＣ） ／ Ｒ
式中，ΔＥ ／ ΔＣ 为单位成本的生态增益，如 ΔＮＰＰ ／ Δ 成本；Ｒ 为风险扩散系数，如沙尘暴发生概率。 据此形成优

先级动态决策，如临界预警区（预防阈值突破）＞可逆干预区（低成本增效）＞灾变治理区（风险兜底）的干预优

先级顺序。 临界预警区生态系统易因微小扰动而在短期内发生系统性退化，优先修复临界预警区将避免大量

潜在损失和危害，具有最高的边际综合效益。 一般可采用微地形改造＋种子补播诱导等轻量化工程，避免突

破退化阈值。 其次，应充分重视退化初期的生态系统，可逆干预区退化系统仍有一定程度的自组织和抵抗力，
只需要较少的人工投入即能快速达到恢复目标，具有最低的实施门槛。 一般可通过土壤改良剂＋乡土种定植

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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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自然恢复。 最后，对于已经越过退化阈值的灾变治理区，则需要构建人工⁃自然耦合系统，如结合沙障等

工程措施，通过土壤基质重构与先锋群落构建，重建生态韧性基底。
此外，对于大尺度的生态恢复目标，局部生态恢复效果（局部阈值）与全局生态安全（全局阈值）的关系值

得关注。 大尺度修复需评估生态网络连通性，如确保生态廊道宽度大于物种扩散阈值，如华北风沙区灌木廊

道临界宽度、典型草原区生物迁徙生态廊道宽度等。 生态修复规划的保护区面积、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生态

网络等需要在达到局部恢复目标的同时保证全局生态保护的有效性。
２．２．３　 成效监测———阈值达标的动态验证

基于生态阈值的生态修复目标，强调人工修复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稳定性，以及后续自然恢复的能

力。 选择合适的生态指示因子是量化生态修复目标和衡量生态恢复效果的重要基础，而生态系统的状态表征

是复杂的，需要在组成、结构、形态、过程和功能多个层面反映［３１］。 可以通过建立“结构⁃功能⁃过程⁃自主性”
四维评价体系（表 １），针对生态修复的目标状态，短期内具体可通过生态系统内部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
空间形态（盖度、密度等）和生态要素组合特征（土壤含水率、养分状态、植被生物量等）综合判断；长期则可通

过对上述指标的持续观测以及区域尺度的 ＮＰＰ、ＮＤＶＩ、ＳＩＦ、土壤呼吸熵等生态指数来验证其有效性和自然恢

复情况。 生态系统土壤⁃植被⁃微生物的各类指标与生态过程和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在不同空间范围和

尺度上开展研究，来提高生态系统状态表征的准确性以及局部适用性，这是量化阈值的关键。

表 １　 多维度阈值检测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短期验证（１—３ 年）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ｙｅａｒｓ）

长期阈值（＞５ 年）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５ ｙｅａｒｓ）

结构稳定性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植被盖度≥阈值基线 ８０％；
植被盖度恢复至阈值基线±１０％

群落演替方向与顶级群落相似度≥９０％；
优势种组成与自然群落相似度≥８５％

功能韧性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值

ＮＰＰ 波动幅度≤自然生态系统 １０％；
ＮＰＰ 年际波动率≤自然群落 １５％

过程持续性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土壤呼吸熵指数≥自然值 ７０％；
凋落物现存量≤自然群落 １２０％

碳氮磷化学计量比趋近自然值±１５％；
凋落物分解率趋近自然值±１０％

恢复自主性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人工维护成本年递减率≥１５％；
围栏封育面积年缩减率≥２０％

土壤微生物熵指数趋近自然值±５％；
土壤微生物量碳趋近自然值±１０％

　 　 表中阈值量化基线是基于工程实践和《生态恢复实践的国际原则与标准》（第二版，２０１９）所设示例参考，并非准确通用标准，具体生态恢复

工程应基于本地参考生态系统，并考虑环境变化，适应性设定明确的目标和可测量的指标进行评估和管理

２．２．４　 适应循环———目标阈值动态迭代

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决定了生态恢复需要动态管理。 首先，需要构建阈值动态重校准机制，以应对生态恢

复、长期气候环境变化等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基于“监测⁃学习⁃适应”循环，构建阈值动态更新规则，在恢

复偏离预期等方面设定触发条件，然后采用滑动窗口统计（如 ２０ 年气候态窗口滚动计算）等方法定期更新阈

值基线。 例如，在喀斯特生态修复项目中，当监测到土壤微生物量碳恢复至自然值 ９０％以上时，监测周期可

从 ５ 年缩短至 ２ 年；在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工程中，基于 ２０ 年植被 ＮＰＰ 与降水监测数据关联分析，当区域降水

连续 ５ 年低于 ３５０ｍｍ 时，可通过滑动窗口模型（如窗口宽度＝ １０ 年）等方法将恢复阈值按照量化关系动态下

调。 其次，需要设置缓冲阈值带与弹性管控措施，采用“刚性阈值⁃弹性缓冲带”双轨管控工具组合，在保证安

全底线（刚性阈值）的前提下，设置缓冲阈值带（如顶级群落特征值的±１５％区间），允许系统在内部自组织等

过程中适度波动，避免过度刚性管控。 以三江源草地修复为例，设定植被盖度 ３５％为退化底线（刚性阈值），
同时设置±１０％缓冲带（对应 ＮＤＶＩ ０．２５—０．３１ 区间），允许系统在年际降水波动±２０％范围内自适应调整。 另

外，恢复阈值具有时空异质性，基于阈值的生态修复需遵循“诊断⁃干预⁃监测⁃适应”循环框架［３２］，动态调整干

预强度与时机，匹配系统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 例如，在重组期（α 阶段）优先重建生态网络连通性，而在

增长期（ｒ 阶段）则侧重提升功能多样性以增强系统抗性阈值［３３］。

７　 ２２ 期 　 　 　 张琦　 等：迈向主动干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生态阈值的作用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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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弹性管理———风险预警与适应管理

短期恢复效果的长期不确定性，以及气候等其他环境条件造成的不确定性也是基于阈值理论的生态修复

方案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需要纳入管理过程。 针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重不确定性，可建立风

险预警⁃适应性决策应对框架。 首先，可以采用贝叶斯网络模型等，量化气候等立地条件的波动影响，耦合恢

复情景、扰动强度和气候波动：

Ｐ（Ｓｔ ｜Ｖｔ－１，Ｃ ｔ）＝
Ｐ（Ｃ ｔ ｜ Ｓｔ）Ｐ（Ｖｔ－１ ｜ Ｓｔ）Ｐ（Ｓｔ）

Ｐ（Ｃ ｔ）Ｐ（Ｖｔ－１）
式中，Ｓ 为恢复情景，如恢复目标；Ｖ 为扰动因素，如放牧强度；Ｃ 为不确定因素，如降水波动。 通过蒙特卡洛模

拟输出不同情景下的阈值达标概率，输出风险预警置信区间，支持风险自适应管理。 然后，据此构建预警等级

及其对应的适应性决策方案，如设定阈值漂移概率超过 ４０％时触发黄色预警，启动修复方案优化，如适当放

宽缓冲阈值带范围（顶级群落特征值的±１５％区间调整为±２０％）；超过 ６５％则触发红色预警，启用应急管理方

案，如在毛乌素沙地修复中，自动将灌木栽植密度从 ３０００ 株 ／ ｈｍ２下调至 ２２００ 株 ／ ｈｍ２，以提高成活率。 最后，
通过强化学习等算法优化空间修复顺序决策模型，动态调整修复优先区，建立“监测数据⁃阈值校验⁃方案更

新”闭环。 如突遇干旱年时，自动暂停荒漠草原修复，集中资源保障临界区，提高资源调配效率。 如 ２０２２ 年长

江流域干旱事件中，系统自动暂停鄱阳湖湿地修复，将主要资源转用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临界区保护，使关

键生态系统服务损失降到最低。

３　 生态阈值融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实践

针对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和潜在的生态风险问题，预防式生态保护和主动式生态修复在作用原理上具有

相似性［３４—３６］。 从作用对象和途径来看，可以分为作用于：外部干扰、内部要素以及相互作用过程。 但由于跨

越生态阈值（退化阈值）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１３］，生态阈值理论自提出以来就重点关注生态系统的退化问

题，并在预防生态系统退化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探索，而在主动式生态修复领域的应用相对较少［４］。
３．１　 预防式国土空间生态保护

目前，生态阈值相关研究的主流叙事逻辑是被动式的生态保护或预防生态退化，即预防外界干扰压力 ／胁
迫致使关键生态因子越过（退化）生态阈值后将会导致的生态系统迅速退化［４，７］。 研究和实践旨在构建一个

生态系统管理的安全边界，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扰动 ／胁迫因子、生态指示因子（响应因子）、响应模式、阈值

识别以及响应机制，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阈值分类［４］。 其中，针对扰动 ／胁迫因子，可以分为自身要素、气候变

化、生源要素、人类活动和多源要素等胁迫阈值。 响应层面的生态阈值则侧重关注能够表征生态系统状态变

化的关键指示因子，如维持生态系统结构（物种组成和分布、栖息地面积）、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层面的阈

值［４，３４］。 在预防生态退化的管理实践中，主要措施依赖于降低外部干扰强度，将生态系统波动控制在弹性范

围内，相关研究和实践覆盖了森林、草地、湖泊、河流、湿地等多个生态系统类型（表 ２） ［３７］，如设定砍伐强度、
放牧强度、捕捞强度和营养盐排放等指标标准，预防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退化（稳态转换）。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关键生态阈值类型有所差异，陆地生态系统侧重于防范水土流失和植被退化，水域

生态系统侧重于预防富营养化、毒性污染物和承载力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二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预防式

生态保护阈值主要聚焦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生态压力所引发的潜在生态风险。 本质上，能够通过被

动式生态保护（降低干扰以自然恢复为主）维持稳态的生态系统仍未越过退化阈值。 因此，上述通过观测和

试验所得量化阈值多属于退化阈值，对已退化的低稳态生态系统恢复过程多不适用。
３．２　 主动式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针对已退化且难以自然恢复的生态系统，国内外也开展了诸多主动式生态修复的实践尝试，但很少以生

态阈值理论为主导。 目前，采用工程物理措施、化学物质调控措施以及生物调控措施等针对生态系统生物和

非生物要素的改良措施（图 ３），在探索人工修复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方面不断深入［３５］。 然而，生态阈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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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稳态理论的作用隐含在这些实践中，但缺乏针对性的应用。

表 ２　 不同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生态阈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生态系统类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

生态指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阈值效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量化阈值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载畜量

超过阈值的放牧强度会导致地上生物量和
土壤繁殖体难以恢复

１７０—３４０ 羊单位 ｄ ｈｍ－２ ａ－１ （内蒙古典型草

原） ［３８］

植被覆盖度
超过阈值的植被覆盖度能有效抵消土壤侵
蚀和沙化

覆盖度＞５０％（黄河源区高寒草地） ［３９］

土壤结构
土壤大小粒径团聚体比例低于阈值，土壤水
肥流失，植被生长受限

粒径＞５ｍｍ 团聚体含量减少 ４８．５９％（甘肃高寒

草甸） ［４０］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坡度

坡度超过阈值，水土流失易发，植被退化
严重

坡度≥２５°（长白山） ［４１］

面积
原生栖息地面积低于阈值引发物种种群不
能维持生存繁衍

８ ｈｍ２长叶森林景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４２］

虫害 害虫数量超过阈值易引发林木枯梢 ４．８ 个羽化孔（宁夏防护林） ［４３］

河流湖泊
Ｒｉｖｅｒｓ ＆ ｌａｋｅｓ 水质

营养盐超过阈值导致藻类群落结构发生显
著变化

磷含量 ０．１７—３．００ ｍｇ ｍ－２ ｄ－１（白洋淀） ［４４］

流量
水量低于阈值导致下游泥沙淤泥致灾风险
显著增加

流量 ４０００ ｍ３ ／ ｓ （黄河孙口平滩） ［４５］

生物量 捕捞强度超过阈值导致鱼类种群功能丧失
大黄鱼捕捞渔具最小网目尺寸 ＞ ２５０ｍｍ （福

建） ［４６］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盐度

土壤和水体盐度超过阈值，特定湿地植物不
能生存

翅碱蓬生长盐度 ８．９７—１６．４８ ｇ ／ ｋｇ（黄河三角

洲） ［４７］

水量
水深低于阈值，湿地向草甸转换，无法维持
湿地生态功能

水位低于 １０ ｍ（鄱阳湖） ［４８］

海洋
Ｏｃｅａｎ 污染物

原油等污染物超过阈值导致海洋生物风险
死亡风险显著增加

原油污染物急性和慢性海水质量基准阈值 ０．
０６ｍｇ ／ Ｌ 和 ０．０１２ｍｇ ／ Ｌ（北部湾涠洲岛） ［４９］

温度
温度高于阈值对珊瑚礁生态系统产生高温
胁迫

珊瑚热白化最大周平均海表温度 ３１． ６℃ （南

海） ［５０］

图 ３　 主动式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方法体系及作用机制

Ｆｉｇ．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以干旱半干旱区典型草地生态系统为例，在面临过度放牧、刈割、采矿、干旱、风蚀、水蚀等多因素胁迫情

境下，草地常表现出趋势性退化；在环境胁迫较大的局部地区，常发生系统性退化（沙漠化 ／荒漠化） ［３４］。 与

典型草地相比，沙化草地的土壤结构、养分状况、植被和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均呈现退化特征，进而导致水土

保持、防风固沙、维持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功能显著降低。 针对各要素的生态改良措施均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出有效性［３５］：（１）工程物理措施：如翻耕、草方格沙障和地形重塑，通过降低风蚀、增加生物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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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水能力，提高植物定植和存活能力；（２）化学物质调控措施：如施肥、固沙剂和炭基保水剂，通过改变土壤结

构和肥力，改善保水和养分固持能力，提高植被生存条件；（３）生物调控措施：如补播、种植沙生植物和施用微

生物菌剂，通过改变生物要素组成和结构，提高植物和微生物群落抗逆性，进而逐步改善环境条件。 这些方法

均是作用于生态系统外部干扰、内部要素以及相互作用过程，通过改善一个（或多个）关键生态因子（土壤 ／植
被 ／微生物）改变原先的正反馈进程，打破维持或继续退化的趋势或稳态。 这些有效的实践尝试实际上都隐

含了关键生态因子跨越生态恢复阈值的过程，符合基于生态阈值的多稳态转换轨迹特征。

４　 生态阈值视角下生态恢复主动干预技术及其潜力

以草地生态系统作典型系统，探讨生态修复过程中的阈值效应。 过度放牧和刈割等是造成草地退化的主

要原因，退化草地在土壤结构、水分条件、养分条件、植物繁殖体库（种子库和芽库）和土壤微生物等方面可能

存在限制，一般退化程度越严重，限制因素越多，限制程度越高［３４］。 退化前期，草地生物量减少，植被覆盖度

降低，植被群落趋于简单；随着胁迫压力持续，土壤结构产生变化，植被减少进一步导致土壤水分和持水能力

下降，风蚀压力加剧，表层土壤逐渐沙化；然后，进一步沙化导致土壤养分流失，土壤微生物群落随之失衡；最
终，形成稳定的荒漠草原，甚至崩溃为沙漠（图 ４）。 重点探讨不能自然恢复或需要漫长时间的退化草地，针对

限制性因素的改良措施是推动这类退化草地生态恢复的直接手段［３５］。

图 ４　 融合阈值效应的主动干预有效打破退化系统的低稳态循环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ｒｅａｋｓ ｌｏｗ⁃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４．１　 施氮驱动的退化草地生态恢复阈值效应

养分限制既是生态系统退化的结果，也是退化系统难以自然恢复的重要限制之一，因此土壤肥力改良成

为生态恢复工程中必不可少的措施。 本文以施氮改良为例，进一步验证恢复阈值及其有效性。 基于全球范围

内 ８１ 项退化草地施肥和草地恢复试验，通过处理⁃响应梯度实验数据来直观表征施氮对植被引发的生态阈值

效应（图 ５）。 以氮肥施用量为自变量，植被生物量 ／生产力作为因变量，结合数据整合分析和 Ｍｅｔａ 分析共同

验证阈值效应。 其中，数据整合分析采用 Ｚ⁃ｓｃｏｒｅ 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分段函数对所有标准化后

的观测和试验数据进行阈值识别，结合显著性水平、拟合度和广义加性模型（ＧＡＭ）模型对阈值进行综合检

验。 基于分层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采用对数响应比（ＬｎＲＲ）作为效应值指标，更好地反映植物生产

力的变化率。 采用漏斗图和失安全系数综合判断通过发表偏爱性检验。
结果表明，植物生产力响应呈现阶段性特征，低氮能够触发植物生产力出现阈值效应。 在达到施氮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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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基于数据整合分析和 Ｍｅｔａ 分析的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植物生产力对施氮的阈值响应模式验证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上：退化草地（ｎ＝ ８１）数据整合阈值分析；左下：严重退化草地（ｎ＝ １４）数据整合分析；右下：基于分层随机模型的 Ｍｅｔａ 分析；红色阴影和灰

色阴影分别代表分段函数模型的 ９５％置信区间和 ９５％预测区间

前，植物生产力随施氮量呈对数增长趋势。 当施氮量超过该阈值后，氮有效性对植物生产力的促进效应显著

降低，趋近于缓慢的线性增长。 这分别能代表施肥正向效应的两个阶段：０⁃激发阈值（阶段 Ｉ，高效促进）；激
发阈值到饱和点（阶段 ＩＩ：促进，但效率逐渐降低，直到饱和点，降为 ０）。 而严重退化的草地生态系统，没有观

测到显著的阈值效应。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同样显示，氮添加对植物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二者同样呈

现出阈值响应关系。 植被生产力恢复是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重要表征和目的，施氮阈值指示了其他改良措施

激发生态阈值效应的潜在可能。 结合植物养分效率曲线理论，针对养分胁迫的条件改善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边

际效应，这揭示了生态阈值高效性的基本原理和适用条件。
不同退化状态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关键胁迫存在差异，其对应的生态恢复阈值和生态修复措施也应有所

不同。 基于阈值效应的生态改良能够在短期低成本的条件下让生态系统跃迁到更高的状态，而针对多限制因

子的改良措施组合则有望将退化生态系统高效助推至能够自行恢复的阶段。 对于尚未完全越过退化阈值的

草地（可逆干预区和临界预警区），针对性的低扰动恢复措施（施肥、补播、灌溉等）往往就能够体现出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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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这主要是由于施氮等改良措施在正反馈循环下产生的系统性影响，植被、土壤和土壤微生物会随关键

胁迫因子的改善而整体提升，包括土壤结构、肥力、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等［５１］。 更多野外实验和 Ｍｅｔａ 分析也从

不同尺度验证了其他限制性因子（如水、磷等）同样可能触发生态阈值效应，引发植被的快速恢复。 基于生态

恢复阈值的修复措施能够维持较高的边际效益，且其目标投入低于实践管理中常用的饱和标准，因此以生态

阈值指导这类退化系统恢复具有较高经济性。 而对于严重退化草地（灾变治理区），单一施氮措施的大量投

入也难以触发生态阈值效应（图 ５），这主要是由沙化土壤难以固持养分、土壤含水量过低、繁殖体库缺乏等多

重原因造成的。 单一低扰动改良措施难以激发出退化系统的正反馈循环，往往造成恢复效率低、成本高、生态

风险高等问题。 因此，需要合理配置恢复措施组合强力干预已经越过退化阈值的严重退化草地，如结合草方

格沙障、引入先锋种、土壤改良剂、微生物菌剂等多种措施，通过土壤基质重构与先锋群落构建，重建生态系统

正循环基础。 考虑到单一改良的边际效率衰减，多限制因素的低阈值组合能够更高效地驱动生态恢复，降低

各项生态修复措施的人工投入、综合时间成本以及潜在生态风险造成的预期损失。
４．２　 主动式生态修复技术及应用潜力

针对上述土壤养分胁迫，在草地、人工林、荒漠等生态系统上开展的多项水肥控制试验验证了生态系统生

产力对灌溉和碳氮磷养分输入的非线性响应，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壤水肥限制能够触发生态阈值效应。 如

在内蒙古荒漠草原的生物碳基肥施肥试验中，土壤有机碳（提高 ４２％）、速效磷、全磷、全氮均全面提升，植物

群落总密度和总盖度分别提高了 ３７％和 ５５％，植被群落结构显著恢复［５２］。 在华北沙地油松人工林中，３０ｋｇ ／
株的有机复合肥施用量能够系统改善土壤容重、田间持水量、孔隙度和有机质含量等［５３］。

针对土壤结构沙化导致的土壤基本功能丧失，多种土壤改良剂被用于沙化土壤的改良试验，包括无机

（膨润土、粉煤灰） ／有机天然改良剂（纤维素、木质素、腐植酸）、人工合成改良剂（聚丙烯酰胺）、天然⁃合成共

聚物改良剂（纤维素⁃丙烯酰胺）和生物改良剂（微生物菌剂、蚯蚓）等。 多项试验研究表明，一定比例 ／含量的

土壤改良剂能够显著改善土壤保水持肥功能。 例如，３％的膨润土和芽孢杆菌混施能够显著降低土壤速效钾

淋失量（４６％），增强沙地土壤水分（５６％—８７％）的蓄持能力［５４］。 以漆酶⁃木素过氧化物酶处理制备的纤维素

基有机合成类土壤改良剂在 １％添加水平下，可使土壤大团聚体含量显著增加 ６—１４ 倍，土壤饱和持水量增加

２０％—６０％［５５］。
针对植物繁殖体库减少造成的恢复限制，引入适宜人工植被和补播是快速恢复优质植物群落的有效办

法。 例如，在黄土丘陵区退耕还林工程和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中适应性采用沙棘、柠条、刺槐和油松混交林等

抗逆性强的草灌人工植被能够显著增强土壤入渗过程和贮水能力，提高土壤孔隙度，改善土壤颗粒组成结构，
增加有机质含量［５６—５７］。 在毛乌素沙地开展的多物种免耕补播实验表明，补播一定数量的拂子茅、苜蓿、赖草

和碱蓬等植物能够显著提升草地群落盖度、群落高度、地上和地下植物生物量、凋落物量、土壤含水量、有机

碳、全氮、全磷等多项性质［５８］。
针对土壤微生物限制导致的物质循环受阻，接种微生物菌剂能够促进植物养分吸收，缓解非生物胁迫。

例如，在退化草地、人工林、农田、荒漠和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区等生态系统中，接种微生物菌剂可显著提高共

生植物获取养分和水分的能力，对于缓解植物氮磷限制和干旱限制具有重要作用［５９—６０］。 在露天煤矿排土场

复垦区接种 ＡＭＦ 菌剂可提高植物抵抗低植被覆盖度导致的高温胁迫［６１］。 施加植物根际促生菌和固氮菌等

能够提高弃耕地植被对沙化、干旱等退化条件的抗逆性，显著提高定植能力［６２—６３］。 微生物与藻类、地衣等结

合形成的生物结皮对于降低风蚀水蚀，促进土壤养分积累，改善西南石漠化和西北荒漠化地区植被定植环境

也表现出有效性［６４—６５］。
针对系统外人为干扰的恢复措施，如适当刈割、休牧、间伐等对林草地恢复也会出现阈值效应［３６］。 如通

过围封禁伐禁牧隔绝人类利用干扰，或者通过适度刈割间伐（中度扰动假说）刺激植被群落优化更新和生物

量积累。 此外，在生态系统管理的宏观层面，栖息地特征等生态指标对于管理和扰动强度的非线性响应模式

也被认为是阈值效应的体现［６６］，如滨海湿地水鸟类群对于栖息地植被盖度和到水面距离的阈值响应；东北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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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种群栖息地对于机动车辆等人为干扰的阈值响应［６７］等。 基于生态阈值效应的栖息地管理优化策略对于濒危

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实践潜力。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是复杂的动态过程，基于生态阈值效应的生态修复具有高效性的特征，通过对多个关

键生态因子的精准改善使生态修复措施始终保持较高的边际效益，最低的投入成本和生态风险。 生态阈值介

导的生态修复主动干预技术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配置针对关键限制因子的改良组合，耦合多因子精准改善

迸发的阈值效应，进而高效驱动退化生态系统在短时间内进入能够自维持和自恢复的目标状态，降低生态修

复的人工投入，缩短整个恢复周期。

５　 结语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生态工程。 融合生态阈值的生态恢复

方案具有技术和经济可行性，代表着成本约束下的最佳生态⁃社会效益方法，是“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理念和 Ｎｂｓ 话语框架下的具象化。 从理论贡献来看，生态阈值融入生态修复能够有效耦合修复目标、技
术方法与成本控制，以最高的边际效益和最低的投入成本快速达成修复目标。 从实践贡献来看，不同外部干

扰、内部要素和相互作用过程显示生态阈值效应在主动式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具有高度的适用性和高效性。
生态阈值展示了广泛的应用潜力，今后应全面探索融合生态阈值的生态修复技术方法和管理体系，为更高效、
更经济、更有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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